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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字化的蔓延和产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中国城乡之

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剧，贫富差距应加以重视。本文利用中国 2015-2019 年的

县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直接作用角度分析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总体影响

和针对不同分位点样本的影响；接着从间接作用角度，围绕产业结构和消费需

求，探讨数字化发展缓解贫富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水

平与贫富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当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数字化发展会抑

制贫富差距，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强；数字化不仅直接影响贫富差距，而且会通

过产业结构调整、消费需求间接影响贫富差距；以市场和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

升级均对缓解贫富差距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政府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数

字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具有更完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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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中国，贫富差距表现出多种形式，如区域差异、行业差异等，但最为突

出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措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有了一定提高，但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中国城乡经济发展

不平衡现象也日益突出，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以至农民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

虽然城乡收入比在缩小，但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仍在扩大，自 2008 年突破 1万元

后，到 2022 年这一差距扩大到近 3 万元（表 1）。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

贫富差距正在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贫富差距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并

不因其陈旧而过时，相反，随着数字化发展、传统经济转型，如何保障农民收

入较快增长、缓解贫富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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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革故鼎新，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

代化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重塑了人类经济社会的结

构与形态。尽管如此，由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发展效应，却仍然“总

量不足”且“分布不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字技术应用再到收入分配，

伴随着数字鸿沟从初始性一级到继发性二级再到如今的结构性三级
[1]
，平等分

享数字红利的目标并未同步实现
[2]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正在成为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包容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3]
。

由此可见，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今天的数字鸿沟不仅仅是基于数字工具

和技术的拥有、运用所造成的“信息落差”，更是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所带来的

“社会撕裂”，由此诱发的是更为尖锐的社会稳定问题。正因如此，基于中国城

乡收入差距的现实问题，消弭数字鸿沟尤其需要关注广大农民群体，全面评价

数字化是否以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审视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直接作用角度分析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总体

影响和针对不同分位点样本的影响；接着从间接作用角度，围绕产业结构和消

费需求，探讨了数字化发展缓解贫富差距的内在机制：一是数字化发展所带来

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了更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增加

了农民非农业收入渠道；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则让农业更加现代化，增加

了农民农业收入比重；所带来的绿色化降低了环境风险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减少贫困家庭的医疗支付和生活成本，以此证实了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推动小城

镇产业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并减少贫

富差距。二是，数字化的发展会刺激消费增长，带来生产和就业的增加，进而

再增强消费，形成“消费—生产—就业”的良性循环；最后分主体探讨以市场

和政府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中可能的作用路径。



二、 文献回顾与评述

聚焦于数字化所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却尚未形成一

致结论的焦点。早期的“数字化差距”主要关注人们在获得数字技术连接机会

方面的差距，即连接和未连接互联网的人之间的二元区别
[4]
，其源于政府或者

私营部分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与意愿不同，造成地理分布的不均
[5]
。随

着宽带互联网接入和数字设备的普及，逐渐填平一级鸿沟，随之而来的是由使

用技能、程度、动机和方式等方面差距所形成的二级鸿沟，其源于不同年龄、

性别、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所造成的使用差距
[6]
。如今，数字鸿沟已发展为收

入、幸福感、政治参与度以及福利水平所造成的三级鸿沟。

因此，围绕三级数字鸿沟，目前的研究结果呈现多样性。持积极态度的学

者们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普遍提高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力，并使全球价值链

成为可能
[7]
，数字化发展通过创造就业机会

[8]
、技术溢出

[9]
、数字普惠金融

[10]
、

创业活动
[11]

、降低搜索成本
[12]

、降低运输成本
[13]

等方式，能够促进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不仅与人均 GDP 呈显著正相关
[14]

，对于减少极端收入贫困方面影响更

甚
[15]
。

持消极态度的学者们却认为，仅靠技术不足以提高数字经济参与度，容易

导致数字化进程陷入恶性循环，并且还会加剧全球不平等。主要原因是，虽然

信息的数量以每天 250 兆亿字节的速度增长，但大部分只是噪音，有用信息接

近于零
[16]

，头部互联企业可以依靠本身已有数据库技术免费占有行业先机，甚

至隐藏信息
[17]

，不仅导致中小型企业容易排斥在外，甚至会因“知情”限制带

来高昂代价
[18]

；城市的公司运营网站数量是农村的两倍，导致农村在数字化知

识产权方面容易被城市排斥在外
[19]

；随着自动化和人工只能的发展，不仅低技

能劳动者面临淘汰，部分脑力劳动者也面临失业的压力，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

挤入更为低薪行业
[20]

。此外，女性、老人在获取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往往处于被

动层面
[22,21]

、而本来应该从数字连接中获得偏远补偿的地教育水平人群，并没

有真正参与到数字经济发展中
[23]

，种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使收入极化更为严

重的现象不容乐观。

事实上，数字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之所以产生诸多不同意见，可能是研究

者忽略了产业结构升级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数字化下沉至县域的过程中，劳动、

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各产业之间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因此发生改变，而

产业结构的改变，将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和重新配置，高素质的劳动力流向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低素质劳动力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结业结构的改

变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可见，产业结构可能是数字化影响贫富差距的重要机

制因素。



遗憾的是，从产业结构视角考察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影响效果的研究尤

为不足，尽管可以看到类似的研究，大多仅限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等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还不够深入。

鉴于此，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视角并结合县域层面数据，同时从理论和实证

层面考察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

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区别于以往通过省或者市行政级别来研究贫富差距，本文聚焦了更

为基层的县域层面，构建了完整的县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水平以

及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县域层面数据既能扩大样本量，又能更加全面准确的反

应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现状；

第二，从总体、分样本、分位数多个层面详细考察了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

距的影响作用；

第三，构建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探讨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两条路径，又基

于间接作用，进一步围绕内部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外部效应（消费需求），

全面衡量数字化对贫富差距影响的影响机理；

第四，分主体探讨以市场和政府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化对贫富

差距的影响中可能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更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占世界土地面积的 7.1%，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世界平均人均耕地的

40%，农民数量与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悬殊，导致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虽然有了

很大提升，但“大国小农”的现象仍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当前中国的贫富差

距集中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

县域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是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机载体。数字化的发展与渗透赋予县域产业

结构升级新的发展动力，极大缓解了县域产业单一、地理位置约束等压力，有

利于协调城乡间均衡发展、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一） 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直接影响机制

随着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乡村数字化投资成为中国各级财政

扶持的重点对象，城乡间“一级鸿沟”有了较大的缓解，而数字技术打破了城

乡经济循环中的物理隔阂，提高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效率，降低要素报酬和商品

价格之间的城乡差异，从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具体的：

一是，数字化普及所具有的惠农性，通过降低农民的信息搜寻可变成本，

提高搜寻效率，打破原来城乡就业机会和工资分布额离散性；二是，数字化的



发展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盘活农村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服务的供给方

和需求方的匹配效率，解决了过去农民因其市场参与度低而导致获得的农业收

入较之城镇居民来的低的情况；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化和信息化，为

“二八定律”中的那百分之八十小微群体如农村居民、小创业者等，提供资本

逐利性下往往被金融长尾市场所忽视的金融需求，其便利性、低成本性和低门

槛性，良好的缓解了金融排斥，在购买环节提供赊销服务，销售环节提供周转

资金，实现借贷资本的高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也间接缩小了贫富差距。

假设 1：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 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间接作用机制

1.数字化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贫富差距外部作用机制

（1）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视角

无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是 20 世纪 80 年的内生经济

增

长理论，它们的核心观点都是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内生经济增

长理论更强调的是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动力而非外部推力
[24]

，换句话说，技术进

步推动了长期经济发展，同时也是生产效率提升的内在保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具体的，通过

互联网和宽带实现了在线购物、电子支付和远程办公等；大数据为企业获得更

准确的市场洞察提供决策支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实现了三次产业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区块链技术则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可靠的交易和合同机制，促进了

去中介化的交易和智能合约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时代

下的典型特征，其有效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受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引起生

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最终，高生产率部门所占份额不

断上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25]
。



近 10 年来，我国第三产业迅猛发展，意味着中国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

主导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图 2），此外，根据我国目前每

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业只需 1.5 亿劳动力，然而我国适龄劳动农村人

口共计 6 亿，说明剩余的 4.5 亿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那么，随着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多、更高薪的就业机会。因此，

当第三产业占比提高时，可能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转

向服务业，从而缓解贫富差距。

（2）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视角

如果说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那么技术扩散则是促进了产业结

构合理化。技术扩散理论认为，当一个行业采用新技术时，其供应链上的其他

行业也需要相应地调整和更新技术，以适应新地市场需求和竞争力
[26]

，因此，

技术扩散有助于整体经济体系中不同产业之间地协同发展，促使产业向更加合

理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数字化技术向各行业快速渗透，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产业布局，截至

2021 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分别为 10%、22%和 43%，虽然第三产业

数字化发展较为超前，但是近年来第一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增长率尤为突出，

未来仍有较大的渗透空间（表 3）。可见，无论是精准种植、灌溉管理、病虫害

检测等现代化农业，还是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精细化制造业，

或是电子商务、在线支付、云计算等智能化服务业，总体而言，数字化技术的

渗透使得三大产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和资源约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增加附加值，推动产业结构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具体到收入，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给农业带来的“数据”生产力，数字

化为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重塑带来了新的机会，无论是生产、流通还

是消费，通过数字化与农业产业的深度渗透，为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带来了新动

力，增加农业收入；另一方面，过去有围于交通物流和市场规模需求等原因，



县域的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随着数字化的下沉，使得县域能够突破地理限制，

而县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非农就业机会和相对较高的非农收入水

平，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

缩小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并缓解贫富差距。

（3）基于产业绿色化视角

美国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 John Rawls 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

作为公平原则的概念，为后来的环境公平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著名学者

Brulle 和 Pelloe(2006)指出，环境公平意味着每个人和社会群体在面对环境污

染或退化时均能够同等现有洁净环境的权力以及承担环境污染的分享
[27]
。可知，

环境公平包括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权益和风险。如果一种变化使受益者所

得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损失，变称这个变革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28]

，然而，

由于收益和成本承担主体不相同，获利者并没有补偿成本承受着的任何损失，

以至短期内可能受损者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现实中，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多数是将发达地区的污染向小城镇

转移，而经济利益的大部分却依然被发达地区所控制
[29]

，因此小城镇可能落入

“经济欠发达——承接污染项目——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发展滞后”的恶

性循环中，最终面临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小城镇医疗成本负担加重导致贫富

差距持续扩大。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不应仅停留在高级化

和合理化层面，也需要将绿色化纳入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系统中。

数字化的下沉，改变了县域对资源的依赖和产业技术滞后于产业经济价值

的现状，通过数字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实现对资源的管理和节约使用，对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集成、预测和优化利用，对环境质量的实时监测，对

智能交通、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的节能减排，以此将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

产业逐步替代为绿色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绿色化降低环境风险对社会和经济的

影响，减少贫困家庭的医疗支付和生活成本，缓解贫富差距。

假设 2：数字化发展通过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绿色化，进

而增加农民收入。

2.数字化发展通过消费需求影响贫富差距的内部作用机制

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30]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

点，消费者支出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消费者支出，可以

刺激企业增加生产和投资，从而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当消

费者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时，又会更倾向于增加消费支出，而一个人的消费

开支会成为其他人的收入，最终产生更多的消费，这种乘数效应会继续产生连

锁反应，进一步提高了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消费需求

合理化
高级化
绿色化

农业收入

非农收入

内部效应

外部效应

缓解贫富

差距

增加

增加

数字化

发展

产业结构

升级

间接作用

直接作用

图 4 数字化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从消费模式方面：数字化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 等数字技术，打通

“线上”与“线下”两个空间，消弭了地理和物理边界的隔阂，新型消费迅速

打破了传统消费模式，更多消费渠道通过数字技术延伸和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小

城镇，缓解了小城镇在交通、距离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制约，使得小城镇居民

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比以前更容易获得，从而增加了消费机会和消费黏性。从消

费理念方面：根据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消费受到过去最高收入和最高消

费水平的影响，表现出不可逆性的"棘轮效应"
[31]

。因此，数字金融作为数字化

技术的一种典型应用，其具有的低借贷门槛、简约流程低成本等优势，大幅提

升了小城居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捷性，减轻其对未来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

蓄的担忧，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随着小城镇的消费增长，企业和商家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调整产品和

服务供给，以此催生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推动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往

依赖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小城镇开始转向更为多元化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

相比较于传统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往往具有更高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提供了更好的薪资和就业机会，以此吸引了更多的农村劳动

力。不仅如此，消费者通过选择更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鼓励企业提高生产

效率和创新，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可见，消费增长会带来生产和就业的

增加，进而再增强消费，形成“消费—生产—就业”的良性循环。

假设 3：持续的消费需求抑制了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研究框架图，如图 4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描述

本 研 究 以 中 国 县 域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 这 是 因 为 ， 缩 小 贫 富 差 距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县域经济在带动农业农村长期发展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剔除数据不全的县域，本文选取中国大



陆 26 个省 633 个县 2015 至 2019 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

次研究对象不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四个直辖市，由于西藏部分数据严

重缺失，故本文未考虑该地区。文中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县市卷)》、

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发布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少数区县的数据来源于区县统计公报或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

法进行补齐。此外，本文对连续数据在 1%和 99%分为缩尾处理(Winsorize)，避

免数据受到极端值影响。

（二）计量模型构建

1.主效应模型

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直接影响及作用

机制，为了规避传统模型中的估计偏差问题，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

时加入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具体模型如公式（1）：

����,� = �0 + �1��������,� + � �����������,�,� + �� + �� + �� （1）

其中，����,�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贫富差距，��������,�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数

字化发展水平， ���������,�,�为控制变量，��和��分别代表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

效应以及不随个体改变的时间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表示不同地区（县

域），�表示不同时间，�1的数值正负、大小体现数字化发展水平对贫富差距的

作用方向和程度，是本研究最为关心的模型拟合系数。

2.分位数回归

模型（1）本质上是一种条件期望，衡量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受

极端值的影响较大，为了更加全面反映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情况，进一步构

建分位数回归模型（2）去捕捉被解释变量的极值区域的影响效果。
����,� = �0（�） + �1（�）��������,� + � �2（�）���������,�,� + �� + �� + �� （2）

其中，�（0<�<1）表示条件分布的不同分位点，分别为 0.10、0.25、0.50、

0.75、0.9；核心系数�1（�）代表了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不同分位点贫富差距的边

际影响。

3.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机制分析部分所阐述，数字化对抑制贫富差距可能存在间接传导

“介质”，例如存在数字化通过调整县域的产业结构进而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的

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化与贫富差距间存在的

中介路径，并根据“因果步骤法”分别构建如下模型检验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

����,� = �0 + �1��������,� + � �����������,�,� + �� + �� + �� （3）

��� ∗�,� = �0 + �1��������,� + � �����������,�,�� + �� + �� + � （4）

����,� = �0 + �1��������,� + �2��� ∗�,� + � �����������,�,�� + �� + �� + � （5）



其中，��� ∗�,�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绿色化，

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4. 调节效应模型

另外，考虑到消费者的支出不仅可以刺激企业的生产和创新，还可以进一

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构建如下调节效用模型，以此了解消费所形成的

乘数效应是否会在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方面起到间接反应。

����,� = �0 + �1��������,� + �2���������,� + �3cons_digecon�,� + � �����������,�,�� + �� + �� + � (6)

其中，���������,�为调节变量，代表消费需求，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

同。

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关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产业选择会产生不同

的效果。那么，对于目前还在经济起步早期的中国而言，以市场和政府主导的

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均能够有效抑制贫富差距？作用路径是否一样？因此，本

文尝试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以市场和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在

数字化发展对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路径。

����,� =�0+�1��������,�+�2���∗�,�+�3�������∗���∗�,�+ ������������,�,�� +��+��+� （7）

���∗�,� =�0+�1��������,�+�2���∗�,�+�3�������∗���∗�,�+ ������������,�,�� +��+��+� （8）

����,� =�0+�1��������,�+�2���∗�,�+�3���∗�,�+�4�������∗���∗�,�+�5���∗× ���∗�,�+ ������������,�,�� +��+��+�

（9）

其中，���∗�,�为可调节的中介变量，代表以市场和政府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升级

模式，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鉴于上文所述现阶段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集中在城乡收入差

距，因此本文在衡量贫富差距方面采用城乡收入差距。在衡量收入差距方面，

目前采用较多的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城乡收入比可以更好的体

现出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变化，但无法体现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所带来的

人口结构变化，忽略了中国经济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基尼系数对中间层

次收入的变化较为敏锐，鉴于我国的差距更多的表现在以城市和农村为代表的

两端收入极化，因而能否准确展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待考究；泰尔指数是

在考虑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来衡量组间收入分布的差异，它弥补了前两

种衡量方式的不足，不仅考虑了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又对高、低收入阶层的

收入变动较为敏感，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映出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贫

富差距程度。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ℎ����� = �=1
2 ( ����

���
) ln (����

���
) (����

���
)� （10）



其中，���表示 i县域在 t时期的城乡居民收入总合；����表示 i县域在 t时期

的城镇及农民居民分别的收入总和；���表示 i县域在 t时期的总人口；����表示 t

时期城镇及农村地区人口。（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该指标越接近于 0，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即贫富差距现象越轻，相反，指数越大，表示城乡收

入差距越大，即贫富差距现象越重。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县域数字化水平。对于现有数字化

水平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学术界对数字化水平尚无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
[34,33,32]

并参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中有关网络基础指标，根据县域的实际情况结合数据可得性构建县域数字

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 1）。鉴于熵权法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

权重，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对其加权求和，最终得出县

域数字化发展水平。

表1 县域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变量名称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县域数字化

发展水平

a1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国泰安数据库

a2 移动电话数

a3 固定电话数

a4 邮电业务总量

a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a5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发布的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a6 是否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国家颁布的《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

a7 数字乡村指数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

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a8 淘宝村 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

报告》

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水平，分别由产业结构高级化、合

理化和绿色化进行测度。

高级化：根据克拉格定律，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被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

主要特征，但实际上，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仅是比重关系的提高，还应包括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只有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

较大时，才表明地区产业结构高度水平较高
[35]

。因此，本文的将产业结构高级

化的内涵界定为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值
[36]

，具

体的计算公式为：

���2�,� = �=1
3 ��,�,� × ��,�,�

��,�,�
� , � = 1,2,3 (11)

��,�,�表示 i县域第 m产业在 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该指数反映了

中国三大产业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的演进，��,�,�/��,�,�



表示 i县域第 m产业在 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其中， ��,�,�表示 i县域第 m产业

t时期的增加值，��,�,�表示 i县域第 m产业 t时期的就业人员。由于��,�,�无量

纲，而��,�,�/��,�,�有量纲，为了消除产业结构高度化量纲，本文采用均值化方法。

合理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反映的是产业之间

的协调程度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
[37]
，目前研究上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指标评

价方法也尚未统一，部分文献借鉴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运用

Hamming 有限点贴近度方法来评价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38]
，但是该指标并

非适用于所有地区，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升

级换代过中，有必要保留一定数量的低端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因此，为了

兼顾三产产值与就业结构偏差的问题，本文借鉴干春晖在泰尔指数上的进一步

定义来测度中国各县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40,39]

。计算公式为：

�������,� = �=1
3 ��,�,�� ln ��,�,�

��,�,�
, � = 1,2,3 (12)

各公式含义与（7）相同，该指数是对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产业就业人数

的衡量，该值越接近 0，说明产业结构越均衡，反之，则说明产业结构越偏离

均衡状态。

绿色化：数字化发展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降低了能源消耗和废弃

物排放，产业结构绿色化来降低环境风险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减少贫困家庭

的医疗支付和生活成本，从而缓解贫富差距。鉴于此，本文采用碳排放量作为

各县域的产业结构绿色化程度。

4.调节变量。为了检验数字化发展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在数字化

与消费需求的交互作用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消

费需求的衡量指标。

5.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前人研究
[43,42,41,10]

，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水平、金

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出、税收等经济指标，同时控制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

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机械总动力等现代化进程指标。本部分数据

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及国泰安数据库。

6.描述性统计。在剔除了样本缺失值后，得到 2015-2019 多期混合面板数据，

样本总数为 3164 个。变量的最大最小值分布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异常值，且存在

较大的变化区间，较好的反应了中国不同县域的发展差异，同时也满足了进一

步回归分析要求。具体的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2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

值

标准

值

指标

属性

被解释

变量
theil 贫富差距 �ℎ����� = �=1

2 ( ����

���
) ln (����

���
) (����

���
)� 2.247 0.554 -



解释变量 digecon 数字化经济 熵权法求得 0.048 0.086 +

中介变量

retion 合理化 �������,� =
�=1

3

��,�,�� ln
��,�,�

��,�,�
, � = 1,2,3 0.293 0.249 -

adv2 高级化 ���2�,� = �=1
3 ��,�,� × ��,�,�

��,�,�
� , � = 1,2,3 6.395 0.356 +

co2 绿色化 企业碳排放的对数 1.214 0.64 -

调节变量 consumes 社会消费品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 12.976 1.168 +

可调节的

中介变量

market 市场主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支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产值
0.666 0.664 +

gov 政府主导 财政支出/GDP 0.304 0.26 +

控制变量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10.589 0.603 +

edu 人力资本水平 高中以上学历在校生占比 0.041 0.04 +

fixed 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 0.753 0.568 +

debt 金融发展水平
(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 年末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 / 地区生产总值
0.764 0.38 +

tax 税收 各项税收收入的对数 11.104 1.342 +

urbn 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率 0.471 0.115 +

firms 工业化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的对数 4.249 1.385 +

trade 对外开发程度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0.056 0.111 +

machine 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 12.609 0.905 +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本部分研究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根据方程（1）构建以下模型，

表3列（1）和（2）不加控制变量，逐渐固定城市和时间，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负，说明数字化发展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基于前两列模型，在（3）和（4）

中加入控制变量，其最终的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的系数为-

0.534，显著性在1%的水平上，说明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缩小贫富差距，假说1

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表3列（4）的回归结果，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程

度（trade）、人力资本水平（edu）、金融发展水平（debt）和城镇化水平

（urbn）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扩大对开放开程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善金融环境，加大城镇化建设有利

于缩小贫富差距。
表3 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主回归结果

(1) (2) (3) (4)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digecon -1.004
***

-0.525
***

-0.713
***

-0.534
***

(-9.683) (-5.115) (-7.059) (-5.215)

pgdp -0.138
***

-0.045
*

(-5.419) (-1.657)

edu -0.034 -0.343
**

(-0.205) (-2.061)

fixed 0.024
**

-0.014

(2.355) (-1.205)

debt -0.188
***

-0.091
***

(-7.067) (-3.208)



tax 0.003 -0.006

(0.301) (-0.686)

urban -0.283
*

0.558
***

(-1.709) (2.968)

firms 0.030
*

0.009

(1.799) (0.528)

trade -0.042 -0.108
*

(-0.655) (-1.691)

machine 0.013 -0.007

(0.686) (-0.368)

_cons 2.294
***

2.337
***

3.676
***

2.777
***

(378.538) (368.407) (10.253) (7.648)

City Yes Yes Yes Yes

Year No Yes No Yes

N 3164 3164 3164 3164

r2 0.073 0.222 0.193 0.24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二）分位数回归结果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反应数字化水平在均值区间的影响结果，为了刻画极值

区域特征且为了降低极端值影响，全面反应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数字化发

展对其影响水平是否发生变化，选择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一步研究，用模型

（2）估计在0.1、0.25、0.5、0.75和0.9五个分位点处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对贫

富差距的回归结果（表4），列（1）-（5）显示拟合系数在[-0.85,-1.385]内

变化。
表4 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分位点回归

(1) (2) (3) (4) (5)

Q10 Q25 Q50 Q75 Q90

digecon -1.385
***

-1.296
***

-0.974
***

-0.857
***

-0.850
***

(-7.805) (-7.082) (-5.802) (-4.489) (-3.480)

_cons 3.712
***

3.884
***

4.935
***

6.094
***

7.894
***

(9.343) (9.485) (13.136) (14.253) (14.439)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N 3164 3164 3164 3164 3164

注：由于篇幅原因，控制变量不在此展开，下同。

具体的，数字化发展在五个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85、-1.296、-

0.974、-0.857和-0.85，均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对贫富差距来说，数字化发

展水平的拟合系数在不断降低，意味着，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数字化发

展对贫富差距的抑制作用在整体水平上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其中在0.1分位点上

的作用效果最强。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化发展存在马太效应，经济越发达的

地区，基础设施越完善，数字化发展的作用越能够充分发挥，农民更多地享受

到数字经济发展地红利，其贫富差距也越小。相反，在贫富差距大的地区，数

字化的应用收到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影响难以快速推广，农民受益于数字

经济发展红利的程度也越低，贫富差距缩小比较有限。

（三）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本部分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化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中介效



应，根据方程（3）-（5）构建以下模型，表5列（1）的主效应结果显示，数字

化发展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系数为-0.534，显著性在1%的水平上，说明数字化发

展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主效应显著，可以继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列（2）、（4）和（6）中，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绿色

化的系数分别为-0.151、0.341和-0.2，分别在5%、1%、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并且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绿

色化发展。

列（3）、（5）和（7）中的中介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产业结构合理化、

高级化和绿色化对贫富差距的系数分别为0.094、-0.09和0.24，显著性均在5%

及以上的水平。

说明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缓解贫富差距，并且数字

化发展水平每提高1单位，能直接使得贫富差距缩小0.52个单位，也会使产业结

构合理化提高提高0.151个单位，从而导致贫富差距间接缩小0.014单位

（0.151*0.0940.014），总效应约提高0.53个单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缩小贫

富差距带来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2.7%，同理可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绿

色化带来的间接效应占比分别为5.7%和8.9%。

结合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数字化发展通过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

能够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即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影响数字化发展水平与贫富

差距关系的中介效应。假说2得到验证。此外，数字化发展更多通过产业结构绿

色化影响贫富差距，这也说明，产业结构绿色化不仅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

要保证，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工具。
表5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theil retion theil adv2 theil co2 theil

digecon -0.534*** -0.151** -0.520*** 0.341*** -0.504*** -0.200*** -0.486***

(-5.215) (-2.079) (-5.077) (3.116) (-4.917) (-4.140) (-4.741)
retion 0.094**

(2.301)
adv2 -0.090***

(-3.315)
co2 0.240***

(3.922)
_cons 2.777*** -0.436* 2.818*** 3.943*** 3.131*** 0.904*** 2.560***

(7.648) (-1.693) (7.765) (10.169) (8.304) (5.284) (7.011)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164 3164 3164 3164 3164 3164 3164
r2 0.241 0.089 0.244 0.454 0.248 0.129 0.25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四）调节效应分析

本部分研究消费需求在数字化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根据

方程（6）构建以下模型，根据温忠麟等（2005）关于调节效应模型变量设置的



研究
[44]

，对自变量数字化发展水平digecon和调节变量消费需求consumes进行均

值中心化处理，再生产交互项cons_digecon。表6列（2）中增加了调节变量消

费需求，列（3）消费需求与数字化发展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197，显著性在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方消费需求水平越高，能够增强数字化发展水平对贫富

差距的负向影响，即消费需求水平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假说3得到验证。
表6 消费需求的调节作用检验

(1) (2) (3)
theil theil theil

digecon -0.534*** -0.589*** -0.361***

(-5.215) (-5.704) (-2.735)
consumes -0.034*** -0.026**

(-3.413) (-2.489)
cons_digecon -0.197***

(-2.743)
_cons 2.777*** 3.066*** 3.020***

(7.648) (8.258) (8.146)
City / Year Yes Yes Yes

N 1898 1898 1898
r2 0.241 0.248 0.253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五）内生性讨论

本文的模型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为贫富差距的改变可能会通过收入

总量、弹性的改变引起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改变，进而影响数字化产出，因此需

要考虑数字化发展与贫富差距的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

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做进一步检验。借鉴前人的方法，采用各

省份在1984年的历史每万人电话机数量作为地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一方面，

当地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会从技术水平和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到后续阶段互

联网技术的应用。其次，固定电话等传统电信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使用

频率下降而逐渐式微，满足排他性。需要说明的是，选用的工具变量原始数据

为横截面形式，不能够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构造面板工具变

量。具体而言，以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1984年各省份每万人电话机

数量构造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

结果如表 7 所示，列（1）工具变量 IV 对数字化水平的系数在 0.334，显

著性在 1%的水平上，说明地区历史数字基础设施情况越好，数字化发展水平越

高。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45]

的统计量值远大于 Stock and Yogo 弱工

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在 10%水平上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考虑了内

生性后，列（2）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对收入差距依旧显著为负。表明了无论

以何种数字化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收入差距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从而说明数

字化的发展可以缓解贫富差距。



表7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

(1) (2)

digecon theil

iv 0.334***

(9.246)

digecon -1.150***

(-2.879)

City/Year Yes Yes

N 1898 1847

r2 0.210 0.218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85.494***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六） 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回归

结果见表8：

1.替换因变量。本部分使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因变量重新

估计，使用以下模型重新估计，其列（2）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化

发展对贫富差距依旧显著为负。

2.替换自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相结合的产物，通过

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边界与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等打破了传统金融发展局

限，为农村低收入群体与弱势群体提供新型金融服务，因此在数字化对贫富差

距，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关键的核心变量。为了验证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化发展的替换自变量，再次回归估计，

列（4）结果表明，显著性方向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3.剔除省会。中国现有35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市相比，这些城市在

金融竞争力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着突出优势，其本身

的数字化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然而，本文使用的样本多为县域层面数据，为了

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将样本中的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所辖县域剔除，重新检

验数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列（6）结果显示其结果依旧显著为负。

4.外生事件冲击法。由于样本期内（2015-2019年）还实施了“宽带中国”战

略试点政策，考虑这一外生冲击事件的影响，本文设置“宽带中国”试点这一

变量，作为数字化的替代变量，构建多期DID回归模型（post×treate）。由于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从2014至2016年分三批开展，因此设计过程中将treate设置

为县域所在地级市是否为宽带中国的虚拟变量，是为1，否则为0；另一方面将

post设置为宽带中国审批时间的虚拟变量，处于批准期之后的观测年份为1，否

则为0，回归结果如列（8）所示，其结果依旧显著。

表8 稳健性检验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剔除省会 宽带中国

(1) (2) (3) (4) (5) (6) (7) （8）



gap gap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digecon -0.027
***

-0.029
***

-0.606
***

-0.604
***

(-3.310) (-3.508) (-5.632) (-5.632)

digindex -0.124
**

-0.134
**

(-2.021) (-2.186)

did -0.081
***

-0.080
***

(-3.570) (-3.529)

_cons 0.085
***

0.153
***

2.532
***

2.976
***

2.361
***

2.732
***

2.334
***

2.693
***

(168.096) (5.304) (24.342) (7.841) (361.838) (7.349) (351.808) (7.363)

N 3164 3164 3129 3129 2957 2957 3164 3164

r2 0.276 0.290 0.209 0.228 0.237 0.256 0.214 0.232

Coun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五、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两种主导方式——市场和政府的进一步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证明数字化发展确实缩小了以城市和农村群体为代表的贫富

差距，相关稳健性、影响机制分析等也得到了一切很有启发性的结论，然而，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关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产业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

果。那么，要正确理解中国收入分配的模式实质，就必须深入剖析中国模式中

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本部分则将围绕两种主导方式——市场和政府展开进一步

的讨论，尝试了解对于目前还在经济起步早期的中国而言，以市场和政府主导

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均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作用路径是否一样？

1. 市场主导的产业升级调节作用检验

观察表 9 Planel A:，首先检验市场主导对数字化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直

接效应，列（1）结果所示，数字化发展与市场主导的交互项系数为-0.172，且

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发展对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受到市场主导力量

的调节作用，即数字化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市场主导力量的正向调节。

列（2）中数字化发展与市场主导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11，显著性在 5%的水平

上，列（3）中 market_digecon 的系数为-0.139，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市

场主导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 market_retion 的系数为 0.038，但是并不

显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 0.089，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综上，市场主

导在数字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贫富差距的路径中起到调节前半路径的作用。

按照同样的方法考察市场主导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化的调节作用。结

果显示，列（4）中 market_digecon 不显著，市场主导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

互项 market_adv2 的系数同样不显著，说明市场主导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

效应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列（6）中 market_digecon 对碳排放显著为

负。列（7）中的结果显示，market_digecon 显著为负，市场主导与产业结构

绿色化的交互项 market_co2 的系数显著为正，即说明市场主导在产业结构绿色

化的中介效应的过程中发挥了前半和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市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增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缩小贫

富差距的中介效应，发挥前半段的调节作用；产业结构绿色化这一中介路径受

到了市场主导的前、后半段路径的调节；市场主导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路

径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见图 5）。说明市场主导力量越强的县域，无论是数字

化水平对产业结构绿色化的影响，还是产业结构绿色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均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市场主导力量越强的县域，数字化水平对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也越强。

可能的原因是，在市场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中，一方面，数字化发展和

技术创新推动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使得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电子商务、

金融等数字领域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实现了生产流程的优化、成本的降低以

及供应链的整合，尤其是数字化对第一产业的渗透，为农业提供了更高效、智

能化的生产手段，也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农业信息、金融及保险服务，改善

了农产品的流通缓解，提高市场接入能力，此外还能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

农产品的加工，依托网络平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发展

和技术创新为小城镇提供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机遇，使其从过去承接重工业、

依赖资源禀赋、环境污染的产业转向绿色生态型产业。这种转变促进了资源的

优化配置、绿色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总之，在市场主导

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绿色化在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抑制作用中发挥了更优作

用；同时，由于小城镇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通常较为有限，人口相对较少或

市场需求较为单一，投资者和企业可能对进入小城镇市场持谨慎态度，在缺乏

资金和资源的支持下，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小城镇的产业结构高级

化受到了市场规模的限制，在发挥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作用有限。

图 5 市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

2. 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调节作用检验

观察表 9 Planel B，进一步检验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下，产业结构在

数字化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结果可见，政府主导与数字化发展的交

互项 gov_digecon 的系数均显著，其系数符号与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向一致。即

说明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增强数字化发展对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合

理化、高级化和绿色化的促进作用，因此可得，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发挥

数字化发展

合理化

高级化

绿色化

缓解贫富差距

+

+
+



了前半段的调节作用。

列（5）的结果表示，政府主导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 gov_adv2 系数

为-0.141，显著性在 1%的水平上，即政府主导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路径中

同时还发挥了后半段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增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缩小贫

富差距的中介效应，发挥了前后半的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这一

中介路径主要受到了政府主导的前半段路径调节作用（见图 6）。说明，政府

主导力量越强的县域，无论是数字化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还是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均具有促进作用；此外，政府主导力量越强

的县域，数字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绿色化的促进作用也越强。

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体系还未成熟，完全依靠市

场实现公平与效率难以实现，而政府能够从社会效益、公共利益来引导或调整

产业结构。一方面，在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中，能够为小城镇提供社会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需求，为数字化在小城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推动了小城镇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绿色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

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更好地考虑到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

避免资源的过度集中和经济的失衡发展，通过在贫困实施收入再分配，不仅为

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也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
表9 有调节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Planel A: 市场主导的产业升级调节作用检验

(1) (2) (3) (4) (5) (6) (7)

theil retion theil adv2 theil co2 theil
digecon -0.419*** -0.135* -0.412*** 0.428*** -0.386*** -0.157*** -0.363***

(-3.764) (-1.745) (-3.705) (3.609) (-3.468) (-2.983) (-3.263)
market_digecon -0.172** -0.110** -0.139* -0.082 -0.214*** -0.063* -0.195***

(-2.483) (-2.275) (-1.923) (-1.108) (-2.903) (-1.923) (-2.731)
retion 0.089**

(2.076)
market_retion 0.038

(1.174)
adv2 -0.097***

(-3.559)
market_adv2 0.025

(1.316)
co2 0.230***

+



(3.771)
market_co2 0.023**

(2.048)
r2 0.246 0.128 0.250 0.459 0.254 0.132 0.257

Planel B: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调节作用检验

digecon -0.667*** -0.241*** -0.649*** 0.634*** -0.568*** -0.243*** -0.619***

(-5.831) (-2.941) (-5.658) (5.183) (-4.890) (-4.459) (-5.370)
gov_digecon -1.617*** -0.795** -1.600*** 2.304*** -0.940** -0.453** -1.530***

(-3.623) (-2.490) (-3.507) (4.828) (-1.965) (-2.131) (-3.433)
retion 0.091**

(2.102)
gov_retion -0.053

(-0.537)
adv2 -0.049*

(-1.658)
gov_adv2 -0.141***

(-2.850)
co2 0.219***

(3.595)
gov_co2 0.051

(0.463)
r2 0.260 0.093 0.262 0.466 0.271 0.134 0.268

Coun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二)异质性分析

地区人力资本高低的影响效应结果可见（表 10 Planel A），数字化发展

对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

低的地区则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人力资本高的地区通常具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和基础设施，数字化发展可以进一步扩大教育的覆盖范围，有助于提高人们的

技能水平和就业机会，而技术能力对于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至关重要
[46]
。反之，

人力资本较低的地区往往是社会和制度不平等更为明显的地区，即使数字化在

该地区推广，贫富差距可能仍然受到不平等分配、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等因素

的制约
[47]
。

分县域与省会距离的异质性结果可见（表 10 Planel B），数字化发展对收

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距离省会城市近的地区有着显著的作用，对于远的地区

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中国大城市向附近小城镇分散城市职能,部分

企业外迁到周围的小城镇设厂的情况越加显著，这加快了周边小城镇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小城镇居民能够更有机会核心城市周边找到就业机会，减

少贫富差距；反之，与核心城市距离较远的小城镇往往地理偏远、交通不便，

导致了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受限，此外，可能还面临资

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不仅产业单一、市场规模较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

所欠缺，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效果不甚理想。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影响效应结果可见（表 10 Planel C），数字化发展对

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在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有着显著的作用，在农业机



械化程度低的地区则不显著。目前许多小城镇主要以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其

中农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在这些小城镇中，农业活动是当地经济的主要

来源之一，因此，在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民利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

进行农业生产，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农产品的品质。因

此，在这些地区，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提

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并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的地区，农

民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优势。

在这些地区，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不显著，因此对收入差距的抑

制作用也较弱。

表10 异质性分析

Planel A: Planel B: Planel C:

地区人力资本高低

的影响效应

距离核心城市远近

的影响效应

农业机械化程度强弱

的影响效应

低 高 近 远 强 弱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theil
digecon -0.098 -0.736*** -0.542*** 0.059 -0.274 -0.427***

(-0.316) (-7.076) (-3.878) (0.318) (-1.634) (-3.522)
_cons 3.155*** 2.538*** 2.558*** 2.901*** 3.524*** 2.679***

(5.057) (4.383) (4.192) (6.878) (6.542) (4.679)
r2 0.306 0.250 0.208 0.281 0.272 0.248

City /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七、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贫富差距扩大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不稳定、社会冲突、社会流

动性降低以及资源和机会不公平等，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是国民经济稳定协调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缩小贫富差距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降低高收入人群的

收入或进行平均分配，更多的是需要综合考虑公平和效率两个因素。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它与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表现出

了鲜明的数字经济特点，在此背景下，尽管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高收入人群

的增长速度是否更快？从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否更为明显？因此，深入研究数

字化究竟是加大了结构性三级的数字鸿沟，还是带来了包容性发展的数字红利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县域数据，在构建县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

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交互效应模型以及可调节的

中介变量模型分析了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考察了以政府和市场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对贫富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

1.数字化的发展缩小了贫富差距，并且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数字化



发展对贫富差距的抑制作用在整体水平上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尤其在 0.1 分位

点上的作用效果最强；

2.数字化发展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缓解贫富差距，且相较于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绿色化的间接效应更为强烈；

3.数字化的发展通过扩大消费缩小贫富差距，若能够刺激消费，形成“消

费—生产—就业”的良性循环，将有助于进一步抑制贫富差距；

4.相较于市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对县域的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除

了在数字化对合理化、绿色化前半段的调节作用外，还具有数字化对高级化，

进而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前后半段调节效应；

5.数字化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距离核心城市较近、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

的地区，对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

（二）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启示:

1. 政府应确保数字化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可访问性，尤其是在边缘化和贫困

地区。通过扩展基础设施、提供基础设备和培训等途径实现，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通过数字化普及以便让更多低收入人群从中受益。

2.要把产业作为县域发展的核心。各县域应该因地制宜探索数字化产业或

产业数字化的新路径，吸引优质社会资本进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壮大县域

经济并增强“造血”功能。尤其是在产业结构绿色化方面，小城镇要转变以往

用生态换经济的传统思想，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改善污染地区的居住环境，从而减少贫困人群因环境污染而面临的转移支付压

力。

3. 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主要依赖消费，贫富差距的恶化可能导致广大贫困

阶层失去消费能力，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萎缩，从而使经济陷入困境。截

至 2022 年 1 月，中国拥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211 万户，这部

分群体虽然在旅游、奢侈品消费、住房汽车等高端消费领域具有很强的消费能

力，但其边际消费倾向低，无法支撑消费普遍而持续的增长，中低收入人群虽

然收入较低，但是占中国总人口 69%，不仅体量大，而且这部分人群边际消费

倾向更高，他们的收入增长，更有利于消费的整体改善，中低收入群体仍然是

支撑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刺激消费增长，包括降低税

负、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提供消费补贴和优惠政策等，增加低收入群体的

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的扩大。

4. 市场和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

具有积极的影响。市场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优胜劣汰，提高了企业



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而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政策激励，促进

小城镇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这种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和高收入岗位，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

因此，市场和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是互补的。市场机制通过竞

争和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产业升级和社会包容性

增长。现阶段，中国模式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本质上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需要市场和政府相互合作，

更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确保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益能够广泛惠及社会的各

个阶层，促进经济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5.重视对小城镇的教育和培训，包括普及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

提高小城镇人力资本水平，让低收入人群能够更好的通过数字技能享受数字红

利；由于政府在城市集群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优惠措施等手段，鼓励数字化技术在偏远地区的应

用和发展，此外，距离核心城市较远地区可以通过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和协调实

现区域协同发展，以此改善数字化在距离核心城市较远地区对缩小贫富差距的

影响不显著的状况；政府鼓励农业机械设备制造商进行研发和创新，提供更适

应农业生产需求的高效、智能化、节能环保的农机设备，并提供农机购置补贴

和贷款支持等，以鼓励农民和农业企业投资农业机械化设备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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